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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学中的国际共运研究 

孔 寒冰 

毫无疑问，从理论自觉角度建立起比较政治学科，对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有着 

多重意义，其中之一就是或许可以使当下外表繁荣而实际却在枯萎的国际共运研 

究获得重生。 

由于非学术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国际共运研究具有非常高的学科地位。不 

能否认 ，国际共运史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例如 ，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 的形成与演 

变，社会主义政党的出现与分化，无产阶级革命及其后果，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扩 

展和曲折，以及构成国际共运的无数人与事，这些都是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的。中国 

学术界应重视对它们的研究，甚至可以说对其研究比以前更为重要。可问题在于， 

由于缺乏理论 自觉，国际共运研究主要依附于现实政治，远离了科学研究。 

国际共运研究缺乏理论自觉有多种表现。比如，国际共运研究的学术价值大 

小取决于它的现实政治意义。现实政治强调的是革命，国际共运研究论及的重点 

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阶级斗争思想，巴黎公社、十月革命这样的实 

践。现实政治强调改革 ，国际共运研究论及的重点就是这些思想家改革 和建设的 

理论 ，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总之 ，学者们重点论证 的就是现实政治在理论 

上如何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上怎样与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规律相一致。 

不夸张地说，看看国际共运研究文献的目录，大体上就可以判断出某一历史时期的 

政治主题。反之，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主题也基本上能推测出国际共运研究的重 

点。对社会科学来说，完全脱离现实政治的学术研究是很难做到的，即使做到了， 

其社会价值也很难快速体现。问题在于，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可以结合，但不应是 

失去自我判断的迎逢。保持自我的结合，学术可以促进现实政治的发展；而失去自 

我的迎逢，学术研究难以发挥其校正、补充的社会功能。 

+ 孔寒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邮编：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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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非常复杂，其发展也很曲折，对许多思想、人物和事件的 

评价都受制于这些复杂和曲折。反映在国际共运研究上，对它们的研究也随着现 

实政治的“风向”从左向右不停地摆动，评价定性大起大落，既少有也难有学术标 

准。布哈林、纳吉、铁托和赫鲁晓夫等人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思想主张，在 20 

世纪50—60年代都被定性反马克思主义的或修正主义的，当时与此有关的研究成果 

都是论证他们的思想主张是如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而这些历史人物也 

都被定性为修正主义分子。时过境迁，当改革成为现实政治的主题时，他们的思想与 

实践似乎又成了改革开放的重要表征，而他们本人又程度不同地成了马克思主义理 

论家或改革的先驱。必须承认，面对现实政治，学术(包括研究者和研究成果)是弱 

势的。学术研究能否自我或者自我到什么程度，往往取决于现实政治是否宽松和宽 

松到什么程度。所以，没有理由单单地责备国际共运的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但不 

能否认的是，许多非常值得研究的人物、思想和事件在共运研究文献中的定性都是由 

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或者由马克思主义到修正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 

这种不断变换着结论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使国际共运研究的学术价值大打折扣。 

摆脱这种局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和长期的工作，强化理论自觉，把国际共运放 

到比较政治学中去研究，使其高高飘在空中的具体内容回到它们本来应该就在的 

地方，这或许是 目前最可行的途径 。 

首先 ，把国际共运的理论放到整个人类政治思想 中去研究 。马克思主义 的政 

治思想无疑是 国际共运的重点研究对象 ，但是 ，应当把它放在特定 的时空里 ，而不 

是使之超越特定环境。在前一种情况下，研究者应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不同社会主 

义流派之一，是人类历史上某个时期的一种政治思想，通过比较马克思主义的独特 

性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和政治思潮的联系和区别 ，分析马克思主义产生、演变与相 

应时空 当中的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以及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进而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如果是后一种情况，研究者就会把马克 

思主义视为凌驾和超越一切政治思想 ，唯一要做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现实 

政治的合理性，其结果就是削足适履，变化多端并且丰富多彩的现实被僵化的理论 

塑造得毫无生气，甚至日益枯萎。与此同时，原本有血有肉的马克思主义也大受伤 

害，失去活力与灵魂而成了离世隔空的“教条”。与此相适应 ，必须承认这些思想 

家都是特定时代的人物，不可能超越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后世的研究没有理由 

因这种局限去诘难他们 ，但也不能无视这种局限而神话他们。 

其次，把国际共运的实践放到整个社会运动中去研究。1948年法国的二月革 

命和六月起义，1871年的巴黎公社，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1918年的德国十月 

革命，1919年的匈牙利革命等等，毫无疑问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对于它们， 

国际共运研究往往单独把它们挑出来，并赋予它们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或社会主 

义运动史中的无限意义。其实，与其他任何社会运动一样，这些历史事件都有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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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环境和具体的复杂内容，分析研究这些环境和内容可能更为重要。用所谓 

共产主义运动的思维定式(如参与者、领导者、目的等等)去遴选不同时期的社会 

运动，把差别很大的一些社会运动集合在一起 ，再专门研究它们具有的特殊性。这 

样做的结果是，研究者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而夸大这类社会运动的某一方面特点 

并将它规律性或原理化，而作为社会运动共性之处在不同程度上被剥离了。这样 

做的最大后果，就是在不同程度上使这些社会运动失真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 

发展也是如此。不论有什么特殊性，它们都属于社会发展，首先要用通行的社会发 

展标准来衡量它们长短优劣，而非认定它为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并以此来为这些国 

家存在的种种不足做辩护。我在访问中东欧国家时，在谈及苏东剧变原因时，一位 

匈牙利学者告诉我 ：“人都没做好 ，怎么可能做好人 呢；一个社会都没有构建好 ，怎 

么可能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呢?苏联东欧不剧变那才怪呢!”此话虽 

简 ，但含义令人深思 。 

再次，不要用有色的和政治的眼镜去研究国际共运的人物、思想、运动、组织和 

制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其兴起和发展演变过程中，一个突出特征是社会主义 

思想不断分化，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分裂，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分离。争论不断，但 

少有以和解而告终，都是以分化、分裂和分离结束。国际共运研究中有这样一种结 

论性的观点：这是马克思主义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进行斗争并且不断 

取得胜利的过程。可是，争吵多于团结，分裂甚于统一，整体力量不断削弱。在某 

种意义上，苏东剧变甚至可以说是这种斗争的一种结局。这又如何解释呢?这种 

现象反映在中国的国际共运研究中，就是研究者坚定地站在其中某一派的一边，与 

这一派相契合的思想便是马克思主义，坚持的人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反之就是机会 

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这样的研究主题和结论都随现实政治需要而早就定 

下了，学术性和科学性几乎无从谈起。只有不用有色的和政治的眼镜，被研究的国 

际共运人物及其思想才能显露其本来面 目，研究者对他们的长短曲直才能做出经 

得起历史检验的判断。 

最后，把国际共运当作学术来研究。虽然从大处说，社会科学的学术传承了文 

明，也积累了知识，但对多数研究者来说，某种具体的学术归根到底还是一种职业 

甚至是谋生手段。所以，如果有使命感的话，那也不是救国救民救世界，而是将真 

正的学术成果留给历史。要做到这一点 ，国际共运的研究者归根到底还是需要理 

解学术的灵魂，运用具体的研究方法和富有人文精神的笔墨写就自己的学术成果， 

而不是高高在上地自以为垄断了真理或者拥有真理的诠释权。不能以一个人有限 

的时间长度和空间范围去丈量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不能以一个人见地为坐标去评 

判研究对象的功过是非。 

总之，比起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国际共运研究更需要理论自觉，更需要被置于 

比较政治研究当中。比较政治学科或许会能给国际共运研究带来重新振兴的希望。 

25 


